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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
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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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和智能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对于我国数字产业协同创新,降低碳排放强度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11-2019年

数据,采用面板回归、中介效应以及空间模型就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

按照区域差异、经济发展阶段、经济模式以及人力资源储备进行分组回归比较,结果表明:首先,数字协同

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为负,且具有倒 U型曲线关系,其通过促进相关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依赖行业发展以及相关产业创新达到减小碳排放强度的作用。其次,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

空间效应仍然存在倒U型关系,周边地区数字协同创新对本地区碳排放强度影响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曲

线关系。最后,西部相对于东部和中部,其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较小。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高人力资源储备地区,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更大。此结论有助于采取

针对性措施加强我国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降低碳排放强度,实现经济绿色、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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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环境污染不断加剧,无节制的碳排放,使全球气候逐渐变暖,高温天

气不断增多,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人类生存也面临史无前例的危机。如何实现传统工业企业的转

型升级,控制传统能源消耗数量,不断开发和创新新型替代能源,实现降低碳排放目标,成为全人

类的共同挑战。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

式,实现绿色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在降低碳排放强度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因为数字技术在赋能产业发展,提升产业质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据国家网

信办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建成5G基站数量已达142.5万个,占全球60%以上。我国数据

资源价值不断提升,由2017年2.3ZB增长到2021年的6.6ZB,大数据产业由2017年的4700亿

增长到2021的1.3万亿。此外,我国5G产业链全方位领先,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信息等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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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国务院于2022年11月发布的《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

书显示,我国5G基站单站址能源消耗比2019年商用初期下降了20%以上,目前在建的大型数

据中心平均电能利用率降到1.3以下。到2030年,数字技术将助力碳排放量减少达121亿吨。

由此可见,我国数字产业和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对降低碳排放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在疫情肆虐全

球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以数字制造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的数字产业

在协同创新发展的基础上为我国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大动力,也为我国实现2035年碳排放目标提

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与产业准备。那么,数字经济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能否通过数

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引致的效率变革改善环境污染? 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如何作用和影响碳

排放强度?

一、文献回顾

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

动力。从现有研究看,围绕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与碳排放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三条主线。

一是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方面。随着数字产业不断壮大,数字产业创新模式受到更多关注,数

字经济创新要变强,应坚持理论创新优先原则[1]。随着数字规模经济越来越显著,与数字经济有

关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知识产权和治理标准对产业创新发展至

关重要,知识产权界定清晰,内部协同治理也会更加顺畅[2]。此外,数字产业外部拉动与内部推

动作用在不同部门存在差异,并且,硬件产业与ICT 软件协同发展也存在创新不足问题[3]。同

一时期,国外学者也非常关注数字技术的核心问题,如提出需要综合的知识产权组合及运营策略

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展[4]。除此之外,关于缺乏技术标准的负面影响,有学者认为,鉴于作为数

字产业的技术标准的重要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有利于数字产业创新发

展[5]。数字产业对城乡经济影响途径和效果存在一定差异,能够增加城市经济韧性[6]。政府对

数字企业补助具有普惠性,能促进非国有企业,服务业企业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且上游企业

的数字化程度对下游企业具有显著的正溢出效应[7]。科技创新对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创新具有

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科技创新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区域差异性[8]。综上,鉴于数字

经济重要性凸显,学者们对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和技术方面的研究愈发深入,从数字产业创新模

式,技术标准,到数字产业创新对城乡经济的影响及区域差异都进行了深入研究,也取得了丰硕

成果。

二是碳排放及影响方面。随着世界范围内气候逐渐变暖,环境不断遭到破坏,碳排放、碳中

和等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也是二十大的重要议

题。对此,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行业企业采用何种碳排放控制措施的研究,有学者提

出,为实现京津冀地区绿色发展,应协调好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冲突,在电力、热力等五个细化

行业实施碳排放交易机制,其余采取碳税方式[9]。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有效降低了企业碳排放

总量,提升了环境质量[10]。此外,关于碳排放责任的省域差异性,中国碳排放责任呈现由东至西

递减格局,资源和资本输入型省域碳排放责任相对较低,反之亦然[11]。随着研究深入,在碳排放

总量控制差异性影响等方面,得出碳排放配额拍卖比例和总量控制对不同企业的减排效应存在

差异,但都有利于企业降低碳排放目标[12]。针对我国重污染行业碳排放效率提升问题,学者们

提出我国重污染行业碳排放效率整体低下,且呈现上升趋势。行业间存在溢出效应差异现象,政

府应发挥作用,抑制负向溢出效应,促进重污染行业排放效率提升[13]。

基于以上分析,降低碳排放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碳排放及影响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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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足够深入,从碳排放权交易到政府碳排放责任,从碳排放总量控制差异对企业的影响到治

理重度污染等问题皆有涉猎,对我国未来碳排放控制也有指导作用。

三是数字产业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研究方面。由于近年来数字经济展现出惊人的效率和发展

潜力,因此,关于数字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研究也受到重视。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

市碳排放影响方面,有学者通过构建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且明显

改善了城市碳排放,通过外生变量“智慧城市”的检验,依然具有稳健性。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

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圈内也存在差异[14]。随着数字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数字产业在更广范围内能

够达成碳排放何种目标成为研究热点,有学者通过采用PVAR模型研究数字产业发展对碳排放

强度的影响,认为数字产业技术发展能够增加碳排放强度,但通过技术革新能实现低碳转型[15]。

以上文献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提供了深刻见解。但现有研究中,更多关注数字经

济或数字产业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方面,而少有人研究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

影响,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表现在:第一,从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视角,对数字产业的创

新发展水平进行了测量;第二,分析了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影响碳排放强度的理论机制,并系

统探讨了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具体路径及空间效应;第三,按照区域、经济发

展阶段、经济模式以及人力资本储备对数据进行分组,并探讨不同组别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

度影响的差异性。

二、理论机制与基本假设

(一)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机制分析

数字产业本身是基于数字技术进步而形成的新兴产业,其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将数据作为新

的生产要素,通过建立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实现万物互联,而数字资产自身具有先天的低碳性特

征,其形成的产业亦能有效降低碳排放。一些学者通过构建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排

放的影响,得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碳排放量,且与碳排放强度存在倒“U”形相关性[16]。此

外,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也存在显著的倒 U型关系,且在区域差异

背景下该相关性依然存在[17]。基于共同的数字技术基础,其形成的数字产业间存在密切的关

联,进而形成数字产业整体协同创新趋势,促进更多数字依赖产业协同发展,从而达到更优碳减

排效果。同时,数字产业自身具有共享性和外溢性特点,数字产业间通过协同创新实现数据资源

共享,带动相关产业创新水平整体提高,形成良性市场竞争,进而减少碳排放。如繁荣的数字经

济对提高数字服务业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数字平台建设大大缩短了空间距离,快捷

的现代数字物流行业又加速了商品流通速度,而数字服务业的大发展和数字服务业比重的不断

扩大又为减少碳排放做出重要贡献。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通过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加速促进碳减排的

倒“U”型拐点提前到来[18]。可见,数字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产业基础,协同创新对碳减排具

有重要作用。其影响碳减排的机理为:第一阶段,数字产业协同创新需求部门,如电信业、互联网

行业具有电力密集度高等特点,巨量的资源消耗会直接导致碳排放增加,使碳排放强度提升。第

二阶段,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初期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及人员投入,而创新成果的转化相对较慢,

存在时滞。因此,在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初期其投入大于产出,由此导致碳排放量增大,而此时数

字产业协同创新成果还没引起相关产业生产效率的快速提升,由此导致碳排放强度的增长。第

三阶段,数字协同创新能够有效促进相关行业转型升级,但由于相关行业转型初期购置成本增

大,生产部门通过消耗资源的方式降低其成本,直至经济产出稳定。因此,数字产业协同创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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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降低碳排放量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方式减小碳排放强度。

假设1: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具有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

假设2:数字产业协同创新通过促进相关企业数字转型、数字依赖行业的发展以及促进相关

产业创新从而减小碳排放强度。

(二)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数字资产自身具有非独占性,这一特征决定了数字经济的共享性和溢出效应。

有学者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

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且数字经济发展带动数字产业和数字创新能力提高能够减少碳排放,其空

间外溢性在1100km处到达顶峰[19]。可见,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的创新发展对周围地区存在显

著外溢性。而数字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为数据要素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契机,数据通过技术手段,

为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且在不同数字产业间广泛快速传播,提升了产业间

的空间关联性,又通过便捷高效的信息传递,缩短区域距离,为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区

域间经济发展越发紧密。国外学者也实证检验了知识和技术传播的空间溢出性[20]。数字产业

协同创新依赖数字经济以及人才和知识的积累,而数字产业以及知识、人才的空间溢出性将导致

数字协同创新存在空间相关性,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理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假设3: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三、模型构建

(一)面板回归模型

lnCIit=β1lnCit+β2lnCit
2+β3Xit+ci+γt+μit (1)

其中,CIit为时期t第i个省份碳排放强度,Cit为i省份在时期t的数字产业协同创新水平,

Xit为控制变量,考虑时间及地区异质性,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回归①,

ci 为个体效应,γt 为时间效应,μit为随机扰动项,为了消除异方差带来的偏误,本文对变量进行

取对数处理。

(二)中介模型

采用Baron和Kenny[21]提出的三步中介效应检验法对数字协同创新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路

径进行检验,具体如下:

lnCIit=β1lnCit+β2lnCit
2+β3Xit+ci+γt+μit (2)

lnYit=β1lnCit+β2Xit+ci+γt+μit (3)

lnCIit=β1lnCit+β2lnCit
2+αlnYit+β3Xit+ci+γt+μit (4)

Yit为本文的中介变量,首先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和被解释变量为碳排放

强度的回归模型;其次,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和被解释变量为中介变量的回归

模型,并检验其显著性;最后将中介变量和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共同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碳排放

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回归模型,若核心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验证中介效应成立。

(三)空间SDM模型

lnCIit=λWlnCIit+β1lnCit+β2lnCit
2+β3Xit+WlnCitδ+WlnCit

2θ+γt+μit (5)

其中,CIit 为 时 期t第i个 省 份 碳 排 放 强 度,W 为 空 间 权 重 矩 阵,具 体 公 式 为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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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hausman及时间效应检验,此模型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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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ij为省份i与省份j采用经纬度测量的地理距离,Qi-Qj 为省份i与省

份J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利用2011-2019年GDP的均值衡量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其值越大意味

着二者空间联系越大。Cit为i省份在时期t的数字产业协同创新水平,Xit为控制变量,ci 为个

体效应,γt 为时间效应,μit为空间滞后误差项。
(四)分组回归并检验

lnCIit1=β11lnCit1+β21Xit1+ci1+γt1+μit1 (6)

lnCIit2=β12lnCit2+β22Xit2+ci2+γt2+μit2 (7)

按照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模式以及不同的人力资源储备对其进行分组,公式(6)、
(7)分别为对分组后样本的回归模型,其中经济发展阶段以不同人均GDP水平加以衡量,经济模

式主要考虑其是否以能源消耗为主要经济发展模式,本文采用人均碳排放量加以衡量,而人力资

源储备主要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进行衡量,并采用各中位数为界点对其进行分组。对分组回归

所得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采用似不相关模型(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进行检验。

1.被解释变量:碳排放强度。借鉴谢云飞[22]、吴建新对碳排放强度的测量[23],其中碳排放

量主要来源于能源直接消耗以及生产过程,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主要考虑水泥生产过程产生的

碳排放量,利用IPCC2006提供的相关转化因子对能源消耗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具体公式如下:

C=ECa +ECb =∑EaCa +EbCb (8)

CI=
C

GDP
(9)

其中C为碳排放总量,其由能源直接消耗ECa 与生产过程ECb 碳排放量两部分构成,Ea 为

a类能源消耗量,Ca 为直接消耗能源碳排放系数,Cb 为水泥生产碳排放系数。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产业协同创新(C)。所谓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即考虑数字产业部门间

创新的联动效应,即考虑了数字产业各部门创新发展相互促进与制约的动态创新过程。数字产

业创新可大致分为数字创新供给与需求两大部门,其中数字产业创新供给部门主要指具有创新

活动的数字行业,其发展依赖数字需求。同时,数字产业创新需求部门依赖数字创新部门的供给

并且能够驱动数字创新供给部门的发展,加速其创新,以便满足数字创新需求,即所谓的数字创

新驱动,主要指其自身发展依赖数字创新供给并对数字创新供给具有促进作用的数字行业。数

字需求部门与供给部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协调的数字创新体系。具有创新活动的数

字行业主要集中在数字制造业与数字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数字产业发展离不开数字制造业

为其提供硬件支撑以及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为其提供软件保障,数字制造业与软件信息技术

服务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而相互影响,具体关联见图1。

图1 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关联图

基于此,本文将数字产业协同创新部门分为数字制造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创新驱

动业。其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制造业选取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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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制造(0101)、雷达及通讯设备(0102)、数字媒体设备(0103)、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0105)

等电子信息制造业行业对其进行衡量,创新驱动业主要选取电信、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情况进行衡

量。考虑数据可获得性,最终选取的变量见表1,其中对新产品收入、电信业务量采用CPI指数

进行不变价处理。
表1 数字产业协同创新体系

维度 指标 变量 方向

创新供给

数字制造业

软件与信息技术

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
R&D经费支出/GDP(%) +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项) +

研发人员(人) +
研发经费/GDP(%) +
新产品收入(万元) +

创新需求

电信

互联网

移动电话普及率(%) +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 +
网站、网页数(万个) +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 +

  数字协同创新发展水平的测量,采用面板熵权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 [24],并借鉴物理学中

的耦合协调模型[25]对三个部门间的协同创新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量,数字产业协同创新水平的

具体计算如下:

Tt
3=αμt

1+βμt
2+γμt

3 (10)

其中μt
1、μt

2、μt
3 分别为第t年数字制造业、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以及创新需求业的

发展水平,α 、
β

、γ分别表示各部门对协调创新系统的重要程度,为避免主观因素存在的人为误

差,本文选取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各个子系统的重要程度进行提取。协调度测量了各部门的综合

发展程度,但并未体现各部门间的相互影响,因此进一步计算三部门间相互依赖制约的关联程

度,即耦合度。

Ct
3=3× μt

1×μt
2×μt

3( )/∏ μt
i+μt

j( )[ ]
1
3 (11)

则历年数字产业协同创新水平可表示为:

Dt
3= Ct

3×Tt
3 (12)

其既反映了系统之间相互依赖制约的动态关联关系,同时也反映了部门间良性互动的水平。

3.中介变量

由上文所述,本文分别选取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比重、数字金融指数以及技术市场成交

额分别作为数字化转型、数字依赖行业发展以及创新活跃度的代理变量。

数字化转型包括业务数字化、信息数字化等方式,是一种以数字化升级为基础的高层次转

型[26]。基于此,本文选取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数比重(Lnt_)来衡量其数字化转型程度,地
区拥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的比重越大,意味着其应用数字信息以及产业数字化程度越高。

数字依赖行业即依赖数字产业链发展而迸发出来的新兴产业,如数字金融服务行业,其能够

依托数字产业的发展而不断提升其服务水平,基于此,本文选取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金融指数

(Sj),对数字金融服务行业的水平进行衡量。

创新活跃度指发明创造的活跃程度,可涉及到创新发展的各个阶段,本文创新活跃度主要指

创新成果转化的活力,本文用各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Mark)来衡量,其是反映地区科技成果转

化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体现我国科技进步水平的标志性指标。

4.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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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现有研究(任晓松等[27]、赵涛[28]、杨慧梅等[29]),本文选取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地区科技投入以及人均教育年限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其中环境规制

强度借鉴刘荣增、何春[30]的处理方式采取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来衡

量,其越大意味着环境治理成本越高,从而规制强度越大。市场化水平用樊纲,王小鲁等的市场

化指数进行衡量。开放程度使用出口总额占GDP的份额进行测量,占比越高开放程度越高,反

之亦然。产业结构主要采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以及干春晖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程度。科技投入指标以用于发展科技的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来衡量,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越大,越重视科技。教育水平衡量了一个地区的人才占比,本文选取高等教育人数比例来衡量,

具体以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大专及以上人口数占6岁以上总人口的比例为标准。

5.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电子信息产业年鉴》《第三产业年鉴》《高技术产业统计年

鉴》《信息产业年鉴》,考虑到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以及数据可得性,本文时间跨度选取为2011—

2019① 年,由于西藏、青海、宁夏、新疆有关数字创新的数据缺失严重,因此本文不包含上述地区。

四、基准回归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CI
(1) (2) (3) (4)

C -0.252 -1.976*** -0.246 -1.665**

(0.189) (0.627) (0.177) (0.839)

C2 -0.378*** -0.308**

(0.119) (0.159)
_cons 0.397 -1.137* -2.14** -3.29***

(1.46) (-1.93) (-2.64) (-3.71)

AME -0.252 -0.844*** -0.246 -0.925**

-1.33 -3.04 -1.40 -2.27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期数 9 9 9 9
R 0.3478 0.418 0.3693 0.5209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

由表2,(1)-(2)列未考虑控制变量,其中第(1)列数字协同创新一次项对碳排放强度的影

响为负,t统计量为0.189,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第(2)列为考虑了二次型的回归模型,一次项、二

次型系数分别为-1.976、-0.378,且均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

的影响并不为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曲线关系。即数字协同创新发展初

期将会增大碳排放强度,但随着数字协同创新的提升,技术不断完善及成本不断下降,将会进一

步减小碳排放强度。(3)-(4)列为分别加入控制变量和依次引入二次项的实证回归结果,与未

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论一致,且系数浮动较小,进一步说明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倒

U型曲线关系成立。进一步由平均边际效应来看,虽然初期阶段碳排放强度有所上升,但总体而

言,数字协同创新的发展能够减小碳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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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有关软件创新相关数据更新为2019年。



五、机制检验

由上文分析可知,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主要通过提高相关企业数字转型、数字

依赖行业的发展以及促进相关产业创新活跃度从而减小碳排放强度,因此,本文选取电子商务交

易活动企业数比重、数字金融指数以及技术市场成交额分别作为相关企业数字转型、数字依赖行

业发展以及创新活跃度的代理变量,对其分别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表3 中介效应检验

Int_ CI Sj CI Mark CI

(1) (2) (3) (4) (5) (6)
Int_ -0.121**

(-2.63)
Sj -0.165***

(-5.01)
Mark -0.122***

(-4.37)
C 0.718** -1.468* 0.411*** -1.279* 3.673** -1.323*

(2.71) (-1.97) (3.07) (-1.71) (2.19) (-1.9)
C2 -0.273** -0.235* 0.813** -0.221*

(-2.02) (-1.75) (2.52) (-1.7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0.387 0.524 0.337 0.128 0.432 0.438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

由表3,(1)-(2)列可知数字协同创新显著提高了电子商务交易活动企业的比重,将数字协

同创新和电子商业比重同时引入模型,二者均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因此,数字协同创新通过

刺激相关产业数字转型从而减小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得到验证。同理,(3)-(4)列可知数字

协同创新显著提高了数字金融水平,数字协同创新和数字金融水平均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因
此,数字协同创新通过提高数字金融服务从而减小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得到验证。由(5)-
(6)列,数字协同创新显著提高了创新市场活跃度水平,数字协同创新和创新市场活跃度同时引

入模型,二者均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因此,验证了数字协同创新通过提高创新市场活跃度从

而减小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协同创新对创新市场活跃度的影响并非简

单的线性关系,其具有先下降后上升的 U型关系,主要原因为:随着数字协同创新的发展,在创

新初期处于积累阶段,由于需要投入科研人员以及科研经费从而出现暂时性的创新市场活跃度

降低,随着积累的质变,最终将提高创新市场的活跃度。

六、空间效应

表4 空间相关检验

CI
I P

C
I P

2011 0.122 0.004*** 0.074 0.046**

2012 0.121 0.004*** 0.087 0.028**

2013 0.112 0.007*** 0.07 0.055*

2014 0.118 0.005*** 0.058 0.087*

2015 0.107 0.009*** 0.059 0.084*

2016 0.111 0.007*** 0.102 0.013**

2017 0.109 0.008*** 0.089 0.024**

2018 0.103 0.011** 0.103 0.012**

2019 0.059 0.050** 0.089 0.023**

  注:“*”、“**”、“***”分别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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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知,碳排放强度以及数字协同创新历年莫兰指数值为正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

碳排放强度以及数字协同创新的发展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即数字协同创新水平较高以及碳排

放强度较大的省份其周边省份数字协同创新水平以及碳排放强度也较高,表现出“高—高”
“低—低”的空间分布状态。

表5 空间模型检验

检验 统计量 P

LM检验

LR

WALD

LM-error 5.076 0.024**

RLM-error 3.514 0.061*

LM-lag 21.014 0***

RLM-lag 19.452 0***

LR-SDM-SAR 11.91 0.064*

LR-SDM-SEM 10.63 0.1*

SDM-SAR 12.24 0.05**

SDM-SEM 10.92 0.09*

注:“*”、“**”、“***”分别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

由表5LM检验结果表明,空间误差模型检验p 值为0.024,空间滞后模型检验p 值为

0.061,二者在5%显著性水平均通过了检验,稳健LM检验仍得到相同结论,说明空间效应存在,
且选择同时考虑因变量和自变量相关性的SDM 模型更合适。进一步采用LR以及 WALD检

验,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即认为SDM不能退化为SEM和SAR模型。综合Haus-
man检验结果以及考虑到每个省份的发展差异可能会导致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并且

考虑省份差异和时间因素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偏误,基于此,本文选取双向固定效应SDM 模型

对其进行估计。
表6 空间回归结果

主效应

(1) (2)

空间效应

(3) (4)

效应分解

直接 间接 总效应

(5) (6) (7)

c -1.166*** -1.146*** -2.992** -4.196*** -1.065*** -3.371** -4.436***

(-3.2) (-3.1) (-2.2) (-2.9) (-2.7) (-2.5) (-3.3)

c2 -0.224*** -0.219*** -0.620** -0.863*** -0.203*** -0.690** -0.894***

(-2.9) (-2.8) (-2.0) (-2.8) (-2.6) (-2.4) (-3.1)

sigma2_e 0.033*** 0.029***

(10.99) (10.98)

rho 0.107 -0.238
(-0.92) (-1.07)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期数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243
R 0.371 0.148

  注:括号内为z统计量,“*”、“**”、“***”分别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

由表6,(1)-(2)列分别为考虑了控制变量和未考虑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在考虑空间因素

后,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因素均满足倒 U型曲线关系,且
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空间自回归系数rho在考虑控制因素后估计结果为-0.238,即周边地

区碳排放强度的提高将会降低本地区碳排放强度,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种负向溢出效

应并不具有普遍性。(3)-(4)列为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传导效应,由回归结

果可知,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仍满足倒 U型关系,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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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即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先上升后抑制的的空间溢出效应,换句话

说,周边地区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本地区碳排放强度影响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曲线关系。进一

步对其效应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协同创新一次项、二次项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效应、直
接效应以及总效应均为负,且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即倒U型关系仍然成立。这进一步说明

本地区数字协同创新不仅对本地区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还通过空间溢出对周边省份产生间接

影响,且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路径。因此,各省份应注重跨省合作,整合资源,促进数字协同

创新的发展,从而减小碳排放强度。

七、异质性分析

(一)区域异质

表7 分区域回归结果

东 中 西

C -1.187* -2.993* -0.973**

(-2.06) (-1.84) (-2.35)

C2 -0.222** -0.655* -0.157*

(-2.16) (-1.77) (-2.11)

cons_ -5.310 -3.947 -2.957
(-2.08) (-1.65) (-1.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AME -0.731** -0.771** -0.407**

(-2.00) (-1.95) (-2.32)
样本数 243 243 243
时期数 9 9 9

R 0.013 0.442 0.690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

由表7,按照东、中、西的区域划分方式对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差异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均满足倒 U型的曲线关

系,并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验证了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满足倒 U型的曲

线关系。由平均边际效应所得结果,相较于东部和中部,西部估计结果为-0.407,即西部地区的

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该地区碳排放强度影响较小。可能原因为,相对于东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地

区大部分省份较为偏远,人才集聚力相对不足,由此依赖数字协同创新模式减小碳排放强度存在阻

碍较多,进而导致其平均边际效应较小。
(二)发展特征异质性

考虑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模式以及不同的人力资源储备会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不同

影响,本文分别选取人均GDP水平、人均碳排放量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其代理变量,对其进

行分组回归,并依据分布,将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中位数的省份归于低经济地区,反之为高经济发

展地区。同理,将人均碳排放水平低于中位数的省份归于绿色发展经济模式,反之为粗放经济发

展模式。将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中位数水平的地区归于人力资源贫瘠地区,反之为人力资源优

渥地区。采用似无相关SUR检验以及分块bootstrap法分别对其变量系数以及平均边际效应的

组间差异是否显著进行检验。

由表8,高经济水平地区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为-0.621,低
经济水平地区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为-0.4,数字产业协同创新

对高经济发展地区的边际效应更大,人均碳排放量高的地区,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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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平均边际效应为-1.231,而人均碳排放量低的地区,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

的平均边际效应为-0.453。可见,数字协同创新对绿色发展模式地区的边际效应更大。从具有

不同人力资源储备地区来看,数字协同创新对具有高人力资源储备地区的边际效应更大,而对低

人力资源储备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由分块bootstrap检验法所得结果,不同经济发展阶

段、不同经济模式以及不同的人力资源储备的各组间平均边际效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

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依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模式以及不同的人力资源储备而

存在显著差异。由似无相关检验结果,数字协同创新的一次和二次项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

进一步说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模式以及不同的人力资源储备,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

强度影响存在差异。
表8 发展特征异质性回归结果

高经济水平 低经济水平 高排放 低排放 高人资 低人资

(1) (2) (3) (4) (5) (6)

C -1.082*** -1.387** -3.075** -0.908** -2.603*** -0.593*
(-4.26) (-2.49) (-2.79) (-2.56) (-3.62) (-1.76)

C2 -0.214*** -0.253** -0.537*** -0.180* -0.496*** -0.140
(-4.66) (-2.36) (-2.99) (-1.78) (-3.64) (-1.58)

cons_ -2.208** -1.573 -5.324** -0.843 -3.746*** 0.078
(-2.51) (-1.32) (-2.66) (-0.94) (-2.86) (0.09)

R 0.609 0.069 0.237 0.694 0.641 0.345
N 117 126 117 126 117 126

AME -0.621*** -0.400*** -1.231** -0.453*** -1.285*** -0.122
(-3.87) (-2.68) (-2.51) (-3.12) (-3.52) (-1.00)

Diff_AME -0.679** -0.894* -1.164**

(-2.24) (-1.32) (-1.74)

SUR Chi2 Chi2 Chi2

C 4.83** 15.47*** 7.12***

C2 4.5** 13.72*** 4.98**

注:变量系数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AME括号内为Z统计量

导致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为,经济水平较高的省份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相对完善、产业结构相

对合理、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因此更容易通过数字协同创新水平的提高而刺激市场相关部门通过

数字转型、提升数字服务等方式提高其生产效率,从而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将会高于低经济发

展地区。而绿色发展模式地区,其本身经济发展就具有重创新、重效率的新型经济发展特征,依
赖其先天优势,作为本身具有绿色环保特点的数字协同创新发展将会更大发挥其对碳排放强度

的影响,从而数字协同创新对绿色发展模式地区的边际效应将会更大。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协同

创新对低人力资本储备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一方面数字产业作为高技术行业的一部分,其发

展依赖高技术人员的投入,而人力资本较为贫瘠的地区,因其区位劣势或人才政策力度不足等原

因,导致人力资源较为贫瘠,由此陷入恶性循环,从而很难通过数字协同创新减小其碳排放强度,

由此所得结果并不显著。相反,具有高人力资源储备的地区,能为数字产业协同创新提供更多高

技术人才,从而能够通过这一发展模式,进一步减小碳排放强度。

八、稳健性检验

(一)删除部分省市

北上广地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较为聚集(张涛,2022)[31],数字产业协同创新水平较高,其与

碳排放强度的双向因果关系较强。因此,为了避免个别省份的影响而掩盖本质现象,本文删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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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广地区,对其重新进行回归,所得结果见表9(1)列。删除北上广后倒U型曲线关系依然成立,

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二)替换被解释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方法,用人均碳排放水平替代被解释变量对结果稳定性进行验证,所得结果见

表9(2)列,数字协同创新一次项和二次项均通过了10%显著性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结论依

然成立。

(三)内生性

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兼具数字经济与创新双重特征,借鉴张涛等构建Bartik工具变量[32]以及

谢云飞选取工具变量的思路 ,本文选取各地区高程和坡度以及2005年数字创新作为工具变量,

并采用全国数字协同创新增长率将其拓展为面板数据。一方面地区的地形起伏会加大数字创新

投入难度、限制数字服务行业发展,因此,地区高程和坡度与数字协同创新高度相关,此外地区起

伏度严格外生,满足排他性约束。另外,Bartik工具变量以自变量发展前水平为工具变量,同样

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与排他性要求,大部分学者采用此思路构建工具变量(黄群慧等[33],赵涛

等[28])。由表9内生性检验结果,LM检验统计量值为24.638,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有理由强

烈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由过度识别及C统计量检验的p值均大于10%,由此认为工具变量

满足外生性,由弱工具变量CDWWald和KPWald检验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选取

工具变量较为适宜。所得结果见表9(3)列,所得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内生性后,数字协同创新的

一次项和二次项均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即在考虑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成立。
表9 稳健性检验

delete replace 内生性 分位数

(1) (2) (3) Q_0.25 Q_0.5 Q_0.75
C -2.587** -4.694* -3.685*** -0.739*** -0.651*** -1.155***

(-2.6) (-1.78) (-2.91) (-22.68) (-72.5) (-22.83)

C2 -0.488** -1.026* -0.709*** -0.020*** -0.022*** -0.172***

-2.64 -1.83 -2.89 -2.82 -13.18 -19.28
Cons_ -0.882 -0.744 - - - -

(-0.74) (-0.2) - - -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期数 9 9 9 9 9 9
样本数 216 243 243 243 243 243

R 0.3153 0.0004 8 - - -

内生性检验

LM 24.638***

Overid
Chi-sq 0.449
P-value 0.5030

Cstatistic
Chi-sq 0.449
P-value 0.5030

CDWald 31.522
KPWald 20.876

15% MaximalIVsize

11.59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

(四)替换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回归较为依赖空间权重矩阵的选取,基于此,本文选取邻接权重矩阵以及经济距离矩阵

对空间效应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所得结果见表10,所得结论均与上文相同,估计系数相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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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①,基于此,本文所得空间结论较为稳健。
(五)分位数回归

分位数回归估计方法不易受极端值的影响,且其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条件分布信息。基于此,

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对其进行回归,从而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所得结果见表9,由在四分位数点

的回归结果可知,不同分位点处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随着分位点的增

大,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将随之增大,但均满足倒U型曲线关系。因此,进一步证明本文结论

的稳健性。
表10 空间回归检验

邻接矩阵

主效应(1) 空间效应(2)
经济距离矩阵

主效应(3) 空间效应(4)

c -1.429*** -3.820*** -1.853*** -3.266***

(-4.66) (-6.3) (-6.02) (-4.68)

c2 -0.296*** -0.708*** -0.346*** -0.687***

(-4.76) (-5.87) (-5.54) (-4.74)

sigma2_e 0.016*** 0.018***

(11) (11)

rho 0.107 -0.125
(1.13) (-0.9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期数 243 243 243 243
R 0.112 0.099

  注:括号内为z统计量,“*”“**”“***”分别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

九、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11-2019年数据,采用面板回归、中介效应以及空间模式分析数字产业协同创

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按照区域特征、经济发展阶段、经济模式以及人力资源储备进行分组

回归比较,所得结论如下:其一,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平均边际效应为负,但符合倒

U型曲线特征,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初期将会增大碳排放强度,随着协同创新力度提升,成本

不断降低,将会进一步减小碳排放强度。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主要通过促进

相关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依赖行业的发展及服务水平以及提高相关产业创新活跃度等路

径实现。其二,数字协同创新发展以及碳排放强度水平均具有空间相关性,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

放强度的空间效应仍然存在倒U型关系,即周边地区数字协同创新的发展对本地区碳排放强度

影响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曲线关系。由空间效应分解可知,本地区数字协同创新不仅对本地区

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亦对周边省份产生溢出效应,且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路径。其三,数
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存在区域以及依赖经济发展特征而具有异质性。中东部和中部地

区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具体曲线路径存在差异,但平均边际效应相差不大,而相较

于中东部,西部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较小。由分组检验结果,高经济发展水平、绿
色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高人力资源储备地区,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更大,低人力资源储

备的地区,数字协同创新对碳排放强度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此,本文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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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基于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对碳排放的重要影响,应更加注重数字产业协同创新发展,通
过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相结合,加强数字产业间的协调性,特别是数字制造业和软件与信息技术

服务业间的产业协调,有利于提升行业整体创新能力。同时构建好内部协调运行机制,提升产业

协同创新整体水平。

第二,加强数字产业创新的跨区域交流合作,特别是鼓励人才和技术跨区域的交流合作,建
立大型跨区域数字交流平台,构建人才、技术等要素的常态交流机制,催化数字产业间更深层次

的协同创新发展,全力降低碳排放强度。

第三,基于数字创新的区域差异性特征,应加大西部地区人才引进力度,提升相关激励政策,

大力提升西部数字协同创新发展水平,激发西部技术市场活跃度,加快西部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

速度,提高相关数字服务行业质量,达成减小碳排放强度目标。

第四,重视地区差异性,因地制宜统筹安排。高经济发展水平、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高人

力资源储备地区依靠其自身先天优势,提高其数字创新的良性互动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人力资源储备较低的地区,应更注重人才引进,加大数字企业的引进激

励政策,提高数字产业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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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searchontheImpactofCollaborativeInnovationDevelopmentofDigitalIndustryonCarbonEmissionIntensity

ZHANGYuanqing1,2,LIUShuo3,QIPing2,4
(1.PartySchoolofLiaoningProvincialPartyCommittee;Shenyang110004,China;

2.SchoolofEconomics,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3.SchoolofEconomics,ShenyangUniversity,Shenyang110044,China;
4.ChineseState-ownedEconomicResearchCenterofJilin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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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datafrom2011to2019,thispaperusespanelregression,intermediaryeffectmodelandspatial
panelregressiontomakeanempiricalanalysisontheimpactofcollaborativeinnovationindigitalindustryoncarbone-
missionintensity,andconductsgroupingregressioncomparisonaccordingtoregionaldifferences,differentstagesofe-
conomicdevelopment,differenteconomicmodelsanddifferenthumanresourcereserves.Theresultsshowthat:first,
theaverageofmarginaleffectofdigitalcollaborativeinnovationoncarbonemissionintensityisnegative.Ithasanin-
vertedU-shapedcurverelationship.Itcanreducecarbonemissionintensitybypromoting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
relatedenterprises,thedevelopmentofdigitaldependentindustriesandtheinnovationofrelatedindustries;secondly,
thespatialeffectofdigitalcollaborativeinnovationoncarbonemissionintensitystillmeetstheinvertedU-shapedrela-
tionship,andthedevelopmentofdigitalcollaborativeinnovationinsurroundingareashasacurverelationshipoffirst
promotingandtheninhibitingtheimpactonlocalcarbonemissionintensity;finally,comparedwiththeeasternandcen-
tralregions,thedigitalcollaborativeinnovationinthewesthaslessimpactonthecarbonemissionintensity.Inareas
withhigheconomicdevelopment,greeneconomicdevelopmentmodeandhighhumanresourcereserves,digitalcollabo-
rativeinnovationhavegreaterimpactoncarbonemissionintensity.Thisconclusionishelpfultotaketargetedmeasures
tostrengthenthecollaborativeinnovationdevelopmentofChinasdigitalindustry,toreducecarbonemissionintensity,
andtoachievegreen,healthyandhigh-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digitalindustry;collaborativeinnovationanddevelopment;carbonemissionintensity;digital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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